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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选择强度约束还是总量限制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后《京都

议定书》时代有关气候变化协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

比较了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绩效,并进一步结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

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了要素-能源替代不确定情形下这两种约束对中国经济总

量、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及边际碳减排成本的影响。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

的碳强度约束是一个合适且有诚意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应当

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可调节的碳强度减排目标。
关 键 词摇 强度减排摇 总量减排摇 不确定性摇 CGE 模型

一摇 引言

对碳排放进行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是两种常用的环境规制手段。 强度约束是指

设定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如中国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能耗下降和碳排放减排指标。 而总量限制是指设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

标准,如中国提出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 在确定情形下,它们能够以同样的经济代

价实现同样的环境目标,是等价的。 然而,在不确定情形下,它们会对经济和环境目标

·831·摇期7第年3102摇*济经界世

摇 摇 摇 摇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张友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摇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摇 北京市建

国门内大街 5 号摇 100732摇 电子信箱:zhyouguo@ cass. org. cn。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生态经济效率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冶(11000002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同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模拟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作者感谢贺菊煌、张晓、郑易生、郑玉歆、李雪松以及

樊明太的讨论和宝贵建议,感谢两位审稿人全面和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产生不同的影响。 尽管 2012 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

(多哈会议)仍将总量限制确定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淤但这并未得到广泛认同,相关

的争论从未停息,因为现实世界中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许多因素都是不确定的。 选

择强度约束还是总量限制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已然成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有关

气候变化协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就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国家已经出于实际国情的考虑,没有将总量限制确定为国

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阿根廷早在 1999 年就提出了自己的指数减排目标,其实质是

一个基于 GDP 的强度约束目标;2002 年,美国拒绝了《京都议定书》为其确定的总量

减排目标,并重新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强度约束目标;2009 年底,中国和印度也相继宣

布将降低基于 GDP 的碳排放强度作为碳减排目标;此外,继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后,在 2012 年多哈会议上,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表示不参加该协议的

第二期承诺。
学术界也试图对这两种碳减排方式的绩效作出评价。 Ellerman 和 Sue Wing

(2003)、Kolstad(2005)以及 Jotzo 和 Pezzey(2007)认为事先设定的总量减排目标虽然

能更直接地约束温室气体排放,但那些经济增长超过预期水平的国家需要付出额外成

本以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因而总量限制会妨碍经济增长并难以被一些国家(尤其是

需要优先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接受。 而强度约束虽然可能会带来实

际减排量的不确定性,但它能够为经济增长留有余地并灵活地调整温室气体排放量,
且有助于降低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长期内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
因而也更有利于调动各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积极性。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看,除了定性描述外,研究者主要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

型或数值模拟来比较这两种减排方式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建立数理经济模型来比较

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由来已久,一般认为这类研究始于 Weitzman(1974)对环境

规制中价格手段(如税收)和数量手段(总量减排)的经典分析。 而近年来 Quirion
(2005)、Newell 和 Pizer(2008)以及 Webster 等(2010)将强度约束也纳入到这类比较

研究中。 他们的基本思路仍是沿用 Weitzman(1974)提出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而其

分析的起点一般都是事先对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如 GDP 与污染排放的相关关系)及
相关的不确定性进行假定(Peterson,2008)。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来评价不同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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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次会议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2013 ~ 2020 年)做出决定,要求发达国家在 2020 年前大幅减排

温室气体。



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展开。 Goulder 等(1999)用一个 CGE 模型比

较了基于产出的排放强度约束与总量限制、污染税及能源税的成本有效性。 Parry 和

Williams(1999)的工作与 Goulder 等(1999)类似,但他们考察了更多的政策工具,且比

较了不同政策工具的福利效应。 Dissou(2005)基于一个加拿大的 CGE 模型专门比较

了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一系列经济和环境影响。 考虑到参数取值的不确定

性,这些研究者都通过合理改变参数的取值,对模拟结果进行了灵敏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最近,Webster 等(2010)将蒙特卡洛方法(Monte Carlo
approach)与一个美国的 CGE 模型结合起来比较了碳排放强度约束、总量限制、碳税以

及安全阀(safety valve)淤等四种政策工具的成本与收益。
不过,无论是基于局部均衡框架还是一般均衡框架的研究都主要专注于考察不同

政策工具对减排成本方差(衡量不确定性大小的指标)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成本收益,
并将其作为判别不同政策工具优劣性的重要依据,但很少考察这些政策工具对经济增

长及其他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而后者才是人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Peterson,
2008;Fischer 和 Springborn,2011)。 虽然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如
Fischer 和 Springborn(2011)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对税收、总量限制和强度约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比较,但这方

面的研究显然还十分缺乏。
由于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政策分析能力,近年来 CGE 模型在有关中国

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其中与中国碳排放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分

析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Zhang,1996;马纲等,1998;贺菊煌等,2002;姚昕和刘

希颖,2010)。 值得指出的是,王灿和陈吉宁(2006)分析了碳总量减排的经济影响,且
他们的研究也是结合 CGE 模型与蒙特卡洛方法展开的,但他们仅关注了不确定情形

下碳总量减排的影响。 Wang 等(2009)分析了存在和不存在 R&D 补贴这两种情形

下,实现既定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人均碳排放量减排目标和碳排放总量减排目标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 不过,他们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基于不确定性来

比较这些减排目标。
本文的目的则是比较不确定情形下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两种减排方式的绩效进行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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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所谓安全阀是指一种可交易排污权与价格管制相结合的政策工具。 当市场上的可交易排污权价格因为

排污权需求的激增而超过政府设定的价格限制即触发价格(trigger price)时,相关市场主体可按上述触发价格向

政府购买额外的排污权,从而保证市场上的排污权价格不超过触发价格。



较,并结合 CGE 模型与蒙特卡洛方法进行了数值模拟。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碳排放强

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各种要素供给量、技术进步、各种投入

间的替代弹性、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国际资源价格等。 采用 CGE 模型模拟不确

定情形下相关政策的影响时,通常需要考虑研究目的和相关参数取值的可获得性。 本文

旨在比较不确定性下两种碳减排政策的绩效,任何一种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可作为一个特

例来说明理论分析的结论。 由于要素-能源替代不确定性通常被类似研究(Webster 等,
2010)选来进行随机模拟,因此本文的数值模拟也基于要素-能源替代的不确定性展开。
本文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对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约束的经济、环境影响进行比较;第三部分

交代数值模拟方法和数据;第四部分报告模拟结果;第五部分为结果讨论和本文结论。

二摇 不确定性下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约束的经济-环境影响差异

GDP 可以看做是资本、劳动和能源的生产函数,即 Y = fY( 軈K , 軈L ,EN),其中,Y、
軈K 、 軈L 和 EN 分别表示实际 GDP、不变的资本投入、不变的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耗量。 同

时令 I 和 C 分别表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 假定能源供给能够得到保障,且碳排

放 C 与能源消耗量 EN 呈正比。 为了简化分析,不妨假定这一比例为 1:1,即 C =EN。
这样 GDP 也可以等价地表示为资本、劳动和碳排放的生产函数,即 Y = fY( 軈K , 軈L ,C)。
经典的生产理论表明:在技术水平和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一种生产要素的投

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冶,即在连续追加该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时,总存在一个临界

点,超过这一点之后,其边际产量将出现递减的趋势,直至出现负值。 对于一种生产要

素可变的生产过程,可以根据要素边际产量变化的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平均产

量递增阶段,此阶段中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平均产量递减阶段,此阶段中边际产量

为正值但小于平均产量;总产量递减阶段,此阶段中边际产量为负值即总产量随投入

增加而减少。 一般而言,生产不会停留在平均产量递增阶段,也不会进入总产量递减

阶段,而是会推进到平均产量递减阶段(杨春学,1997)。
据此,在资本量、劳动量和生产技术给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地假定整

个国民经济生产活动也会进入碳排放的平均产量递减阶段,此阶段中碳排放的边际产

量大于零,但其边际产量小于其平均产量。 这意味着如果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随着

碳排放的增加,GDP 也将增加,但 GDP 与碳排放的比值即碳排放的平均产量将越来越

小,而这一比值的倒数即碳排放强度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更正式地将上述假定条件表

述如下:如果 C1<C2,则 Y1<Y2,但 Y1 / C1>Y2 /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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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1:假定在预期的生产技术条件(如要素间的替代弹性、要素投入效率等)下,
GDP 与碳排放的函数关系为 Ye = f eY(軈K,軈L,C),且在此前提下,最优的碳排放量为 Co,相

应的 GDP 为 Ye
o = f eY(軈K,軈L,Co),碳排放强度为 Io =Co / Ye

o。 如果施加一个小于 Io的碳排放

强度约束 Ia,则 Ia对应的碳排放量(Ca)小于 Co,继而 Ia对应的 GDP(Ye
a)小于 Ye

o。 同时,

如果将强度约束 Ia改为总量约束 Ca,则得到的 GDP 和碳排放强度仍分别为 Ye
a和 Ia。

证明:假定 Ca逸Co。 当 Ca =Co时,Ye
a = f eY( 軈K , 軈L ,Ca)= f eY( 軈K , 軈L ,Co)= Ye

o,于是 Ia
=Ca / Ya

e =Co / Ye
o = Io,与假设前提( Ia<Io)矛盾。 当 Ca>Co时,由“边际报酬递减冶规律

可知 Ye
o / Co>Ye

a / Ca,即 Co / Ye
o<Ca / Ye

a,亦即 Io<Ia,与假设前提( Ia<Io)矛盾。 因此,Ia<Io
时 Ca逸Co不成立,此时必有 Ca<Co。 同时,由于 GDP 是碳排放的递增函数,因此 Ye

a<

Ye
o。 如果将强度约束 Ia改为总量约束 Ca,易知所得的 GDP 为 f eY( 軈K , 軈L ,Ca)= Ye

a,碳排

放强度为 Ca / Ye
a = Ia。 证毕。

推论 2:假定技术因素的实际值不同于预期值,使 GDP 与碳排放的函数关系变为 Y忆

= f 忆Y(軈K,軈L,C),且对于同等的碳排放量有 Y忆>Ye。 在此前提下,令施加碳排放总量约束 Ca所

得到的 GDP、碳排放强度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 Y忆
b、Ib和 子b,施加碳排放强度约束 Ia所得

到的 GDP、碳排放量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 Y忆
f、Cf和 子f,则 Ca<Cf、Y忆

b<Y忆
f、Ib<Ia,但 子b>子f。

证明:由于假定对于同等碳排放量有 Y忆>Ye,因而有 Y忆
b = f 忆Y(軈K,軈L,Ca)>f eY(軈K,軈L,Ca)

= Ye
a,继而有 Ib =Ca / Y忆

b<Ca / Ya
e = Ia。 由推论 1 可知,较低的碳排放强度对应的碳排放

量和 GDP 也较小。 由于 Ib<Ia,因而 Ca<Cf、Y忆
b<Y忆

f。 由于 Ca<Cf,同时生产函数满足碳排

放边际产量递减的规律,而碳边际减排成本就是碳排放的边际产量,因此 子b>子f。 证毕。

推论 3:假定技术因素的实际值不同于预期值,使 GDP 与碳排放的函数关系变为

Y义 = f 义Y( 軈K , 軈L ,C),且对于同等的碳排放量有 Y义<Ye。 在此前提下,令施加碳排放总量

约束 Ca所得到的 GDP、碳排放强度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 Y义
d、Id和 子d,施加碳排放

强度约束 Ia所得到的 GDP、碳排放量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 Y义
g、Cg和 子g,则 Ca>Cg、

Y义
d>Y义

g、Id>Ia,但 子d<子g。

证明:由于假定对于同等的碳排放量有 Y义<Ye,因而有 Y义
d = f 义Y( 軈K , 軈L ,Ca)<fY e( 軈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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軈L ,Ca)= Ya
e,继而有 Id =Ca / Y义

d>Ca / Ya
e = Ia。 由推论 1 可知,较高的碳排放强度对应的

碳排放量和 GDP 也较大。 由于 Id>Ia,因而 Ca>Cg、Y义
d>Y义

g。 类似地,由碳排放边际产量

递减的规律可知,由于 Ca>Cg,因此 子d<子g。 证毕。

推论 1 意味着较强的碳排放强度约束或总量限制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会减少

GDP,并产生边际减排成本;而且在确定情形下两种约束完全可以实现等价效应。 推

论 2 意味着当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其他因素导致实际经济增长水平高于预期水平

时,在确定情形中等价的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约束将产生差异:强度约束下的 GDP 更

高、碳排放量更大、碳排放强度也更高,而边际减排成本更小。 推论 3 意味着当实际经

济增长低于预期水平时,在确定情形中等价的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约束也将产生差异:
强度约束下的 GDP 更低、碳排放量更小、碳排放强度也更低,而边际减排成本更大。

三摇 数值模拟方法和数据

为了量化分析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约束的绩效差异,尤其是为了评估在不确定情形

下这两种约束对中国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下面将进一步对这两种约束展开随机数值

模拟分析。
(一)经济-能源-环境 CGE 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的经济-能源-环境模型(CN3EM),其本质是一个 CGE 模

型。 所有 CGE 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模型在具体结构和一些前

提假定上存在差异。 建模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可获得性增加并细化某些模块,
同时删除或简化与研究目的关联程度不大的模块。

CN3EM 的特色在于它对不同用途的化石燃料作了不同刻画。 具体的,在洗选煤、
炼焦、炼油及制气等能源转换过程淤中作为原材料的化石能源与其他非化石能源产品

一起以里昂惕夫(Leontief)函数(相互不能替代)形式进入生产函数,而发电和发热用

到的化石能源产品及作为终端能源使用的化石能源产品则与生产要素以固定替代弹

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形式相结合进入生产函数。
假定国民经济系统有 n 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其中提供化

石能源产品的 m 个部门构成集合 F,其他 n-m 个部门提供非化石能源产品。 表 1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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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主要涉及除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之外的能源转换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意性地描述了 CN3EM 静态形式的基本结构,包括本国生产的产品(后面简称国产品)
和要素供给、产品和要素需求、价格、市场均衡条件及相关的总量定义;表 2 描述了

CN3EM 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为了方便行文,我们将第 i 个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简称为“第 i 类国产品冶,相对应的进口品简称为“第 i 类进口品冶。
国产品和要素供给模块由方程(1) ~ (3)构成。 假定每个生产部门根据产品的国

内销售价格和出口价格决定其产品或服务的国内供给量和出口量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可以用固定转换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CET)函数来刻画上述产品

或服务的总供给量与其国内供给量和出口量的关系。淤 根据收入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能够得到每种产品或服务的国内供给量和出口量。 如方程(1)和(2)所示,它们是每

个部门总产出、国内销售价格及出口价格的函数。 假定资本总供给也是各部门资本供

给的 CET 函数。 根据资本平均收益率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各部门的资本供给量。
方程(3)表明它是资本总供给、各部门资本回报率和平均资本回报率的函数。于 同时,
本文假定劳动可在各部门自由流动,且各部门以劳动投入衡量的工资率相等。

在产品和要素需求模块中,假定居民在一定的支出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而其效用是各类合成商品或服务的克莱因-鲁宾(Klein-Rubin)函数;盂政府按比例消

费各类合成商品;各部门按其资本存量在全社会总资本存量中的份额获得新增的总投

资品(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量),且各部门中新增固定资本又是各类投资品的 Leontief
函数(各类投资品的构成比例固定);各部门存货与其总产出成比例变化;每个生产部

门希望以最小成本获得既定的总产出,而总产出既是劳动、资本以及与它们相结合的

化石能源合成商品的多层嵌套 CES 函数,又是中间投入(包括各种非化石能源商品和

服务以及用于生产二次化石能源产品的化石能源)的 Leontief 生产函数;合成商品则

是相应国产品和进口品的 CES 函数。
在这些假定下,根据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能够得到各种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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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第 i 类国产品的销售总量 Xi 可表示为国内销售量 Di 与出口量 Ei 的 CET 函数:Xi = [琢Di D(浊+1) / 浊
t +琢Ei

E(浊+1 / 浊)
i ] 浊 / (浊+1) ,其中 琢 是相应的份额系数,浊 为转换弹性系数。 在上述产出约束下,由收入 PXiXi =PDiDi +PEiEi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Di =琢-浊
Di (PDi / PXi) -浊Xi及 Ei =琢-浊

Ei (PEi / PXi) - 浊Xi,其中 PXi、PDi和 PEi分别是与 Xi、Di 和 Ei

相对应的价格。 同理可得各部门的资本供给函数。
由于本文拟采取比较静态长期模拟,故假定资本总供给是各部门资本存量的 CET 函数。 可以剔除资本

供给方程及总资本供给量,并假定各部门资本存量外生不变以进行比较静态短期模拟;或假定当期的资本总供给

等于前期的资本总供给减去资本折旧加上当期的资本形成总量,从而进行逐年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模拟。
受数据限制,本文采用克莱因-鲁宾函数作为消费者效用函数,未充分考虑收入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这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和进口品的国内需求量以及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需求量。 如方程(4)所示,居民对各

类合成商品的需求是居民总支出、各类合成商品的价格、居民对各类合成商品的偏好

以及人口总数的函数(线性支出系统)。 方程(7)、(10)和(13)表明各类合成商品在

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存货中分别按上述假定的各种比例关系进行分配。 本文部分放

松小国开放假定,即允许本国产品出口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不同。 此时,如方程(16)
所示,出口需求是出口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比值的减函数。

方程(17)和(20)意味着各生产部门使用的各种非化石能源合成品和用作原材料

的化石能源合成品以及生产要素-化石能源合成品与其总产出成比例。 方程(21)和
(22)表明各部门劳动和资本-能源合成品的需求是生产要素-化石能源合成品需求、
生产要素-化石能源合成品价格及其各自的价格和技术进步的函数。 方程(23)和

(24)表明各部门对资本和合成燃料的需求是资本-能源合成品需求、资本-能源合成

品价格及其各自价格和技术进步的函数。 方程(25)表明各生产部门燃烧的各类化石

能源合成品是其总燃料需求、各类化石能源合成品价格指数及其技术进步的函数。
而方程(5)、(6)、(8)、(9)、(11)、(12)、(14)、(15)、(18)、(19)、(26)以及(27)

则表明各类国产品和进口品是相应合成商品需求、合成品价格、国产品和进口品价格

及其技术进步的函数。
市场均衡条件由方程(28) ~ (33)构成。 其中方程(28) ~ (31)分别意味着国内

市场上非化石能源国产品、非化石能源进口品、化石能源国产品、化石能源进口品的供

需平衡。 方程(32)表示劳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而方程(33)则意味着各部门资本

的供需相等,即资本市场均衡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价格模块包含方程(34) ~ (52),它们描述了各种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及各种税

率的关系以及合成投入品价格与其下层投入品价格的关系。 方程(34)表明各类国产

品的销售价格是其成本价格、从价税率、产品的碳排放系数和从量碳税税率的函数。淤

方程(35)表明进口品的销售价格是其国际市场价格、汇率、关税税率及产品碳排放系

数和从量碳税税率的函数。 不同国内使用(作为原材料的中间投入、作为燃料的中间

投入、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中的同类国产品(或进口品)具有相同的成本价格

(或离岸价格)和从量碳税税率,但它们具有不同的从价税率和碳排放系数,因而其销

售价格也不同。 而方程(36)表明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仅由相应的成本价格和出口税

(或补贴)率构成并不包含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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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里的“碳排放系数冶和“从量碳税税率冶仅对化石能源产品有意义,其他产品的碳排放系数假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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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由于本文假定各部门的产出是其产品国内销售量和出口量的 CET 函数,因而各

部门的平均成本价格也可以表示为其国内销售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出口产品成本价格

的 CET 函数。 不过,总的(不含税的)销售收入等于(不含税的)国内税后销售收入加

上(不含税的)出口税后销售收入,因而(不含税的)平均成本价格也等于(不含税的)
国内成本价格与(不含税的)出口成本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如方程(37)所示)。 同时,
在均衡状态下各部门的(不含税的)平均成本价格还应等于其单位产品包含的各种投

入成本减去补贴(如方程(38)所示)。 同样的,各种国内吸收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合成

投入品都是相应国产品和进口品的 CES 函数,因而其价格也可以表达为相应国产品

和进口品销售价格的 CES 函数或加权平均值(如方程(39) ~ (45)所示),而生产中各

种合成投入的价格也是其下层投入价格的 CES 函数或加权平均值(如方程(46) ~
(48)所示)。 此外方程(49) ~ (52)分别定义了消费者价格指数、政府消费价格指数、
GDP 平减指数和平均资本收益率。

在收入模块中,方程(53)将居民收入定义为总劳动报酬与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

付、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分红以及净国外汇款的合计;方程(54)表明企业收入是总资本

报酬与政府补贴的合计;方程(55) ~ (58)依次定义了合计的生产税、所得税、关税以

及按碳排放量征收的碳税;方程(59)则意味着政府收入是上述各项税收及净国外借

款的合计。
方程(60) ~ (63)构成了储蓄模块,它们依次表明,居民储蓄是外生的居民储蓄率

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乘积;企业储蓄是企业所有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企业没有消费

只有投资;政府储蓄则是政府总收入减去对居民和企业的补贴以及政府消费后的余

额,后三者都被假定为外生变量;净国外储蓄等于总进口减去总出口、居民的国外净汇

款和政府的国外净借款。 而全社会总储蓄则是上述各类储蓄的总计。
在国内吸收模块中,方程(64)表明居民消费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储蓄

即居民收支平衡。 方程(65)意味着政府消费被假定与居民消费成比例,该比例为外

生变量。 当然,也可以剔除方程(65)及相应的比例变量而直接将政府消费作为外生

变量处理。 方程(66)表明总存货变动是各部门存货变动的加总,而各部门的存货变

动被假定为与其总产出成比例变化。 方程(67)则表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等于全社会

总储蓄减去总存货变动即全社会投资与储蓄平衡。 国内吸收模块反映了模型的宏观

闭合(closure)特征———投资内生且由储蓄决定,这是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基本特征。
最后,方程(68) ~ (72)对名义 GDP(收入法)、实际 GDP(支出法)、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以及贸易差额进行了定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暂时仅考虑与化石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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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相关的碳排放,且假定所有非化石能源投入及被当做原材料使用的化石能源的碳排

放系数都为 0。 由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中都没有用到化石能源消费,而存货以

及出口不涉及化石能源的燃烧问题,因而方程(69)所刻画的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主

要来自生产部门和居民燃烧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
还要说明的是,模型中方程的总数为 10n2+6n·m+40n+24(见表 1),比内生变量

的总数(见表 2)多 1 个,这意味着模型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其中

必定存在一个多余的方程。 可以证明,表示政府收支、国际收支和投资储蓄平衡的 3
个方程即方程(62)、(63)和(67)不是相互独立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另外两个的线性

组合。 因此,可从这 3 个方程中选择一个剔除,以保证模型能够求解,这就是模型的闭

合(closure)问题。 本文选择将方程(67)剔除,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总储蓄给定的情形

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将作为一个均衡变量自动调整到储蓄和投资平衡的水平,从而

使本文的模型成为一个储蓄驱动(savings-driven)模型。
(二)基本数据与随机模拟方案

应用 CGE 模型进行模拟需要先行选定研究的基期并编制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作为数值模拟的基础。 本文以 2007 年为基期而选

择 2020 年为报告期,并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07 年 42 部门淤投入产出表建立

了 SAM 表。于 国内吸收和中间投入里国产品和进口品的数额及各种化石能源产品被

不同部门使用时的碳排放系数是根据张友国(2010)的方法估计得到的。
选定模型的外生变量对其赋值并给定相关参数的取值后,可以计算出模型所有内

生变量的值。 外生变量和参数的取值通常通过计量方法估计、参考相关文献或合理假

定得到,与它们的真实值有一定偏差。 外生变量和参数在合理范围内的不同取值会导

致模拟结果(内生变量的取值)相应变化,这便带来了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 如引言

部分所述,本文主要考虑劳动、资本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引起的不确定性。
蒙特卡洛方法是分析不确定性问题的主要方法,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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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其中提供化石能源产品的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 4 个部门。
本文采用 CGE 模型来计算报告期的 SAM 表,这一方法通常采用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或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假定 SAM 表中所刻画的各经济主体都会根据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 当外在的政

策冲击(如本文中的碳排放强度约束)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各经济主体会相应调整其需求结构或产

出结构,整个经济系统原有的均衡状态和投入产出结构将会因此发生变化。 当经济系统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时,就
由基期 SAM 表生成了报告期 SAM 表,但报告期 SAM 表中新的投入产出结构很可能已不同于基期 SAM 表原有的

投入产出结构。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究时,SAM 表的投入产出结构通常是外生给定的(假定不变或预先设

定其变化规律),而不是内生的。 这是投入产出模型与 CGE 模型的根本区别之一。



取值的不确定性对 CGE 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淤 应用蒙特卡洛方法需要随机抽取具

有一定规模的参数样本,这需要知道参数的分布形式,而通常人们无法获得有关参数

分布形式的精确信息。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建模者可以事先对模型中参数的分布

做出假定。 常用的参数分布形态主要有 3 种:均匀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t 分布

和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如果建模者知道或能估计出参数取值的大致范围,
则假定参数取值服从均匀分布是合适的,此时可以假定参数取值对称地均匀分布于其

点估计值两侧。 如果建模者能够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及其标准差或 t 值,
则假定参数取值服从正态分布或 t 分布是合适的,可以假定这些参数相互独立,也可

以假定它们服从联合分布形式(此时需要估计联合分布的协方差矩阵,故一般较少采

用这一假定)(Harrison 和 Vinod,1992;Abler 等,1999)。
基于嵌套的 CES 生产函数形式,本文采用不同的系统估计方法对中国的总量生

产函数进行了初步估计,于得到了能源与能源之间、能源与资本之间以及能源-资本与

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大致取值范围(如表 3 所示),并假定这些替代弹性服从均匀分

布且相互独立。 同时,为简化数据处理而又不影响本文研究目的,假定其他参数是确

定的。 其中,资本供给在不同部门间的转换弹性为 1. 2,取自 Verikios 和 Zhang(2000)
的研究;各部门产出的转换弹性、出口的价格弹性以及国产品和进口品的替代弹性值

则主要取自马纲等(1998)的研究。
在确定参数的分布形式后,接下来需要确定随机抽取的参数样本容量及与之对应

的模拟次数以保证估计结果满足一定的可靠性要求。 为了确定合适的模拟次数,通常

可以采用如下步骤:盂1. 确定需要分析的一组( r 个)指标(模型输出结果);2. 先进行

m 次模拟,并得到这些指标的 m 组估计值;3. 以这 m 组估计值为样本估计出这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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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除蒙特卡洛方法以外,还有不少别的方法可用来分析参数的不确定性,如条件系统敏感性分析( condi鄄
tional systematic sensitivity analysis)、无条件系统敏感性分析(unconditional systematic sensitivity analysis)、贝叶斯

方法(Bayesian approach)、高斯积分法(Gaussian quadrature approach)、有限灵敏性分析方法( limited sensitivity a鄄
nalysis)、极值方法(external approach)、置信区间方法(confidence intervals approach)。 可参阅 Abdelkhalek 和 Duf鄄
our(1998)与 Abler 等(1999)的回顾。

鉴于生产要素和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是本文模拟所需的最关键系数,作者没有采用以往学者普遍选取

的文献调查法,而是试图采用最近的标准化系统方法(Le佼n-Ledesma 等,2010)和 CES 生产函数,构造了关于能源

之间、资本与能源之间以及资本-能源与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结构模型,然后结合 1979 ~ 2009 年中国的相关数

据,并采用不同的系统估计方法(包括非线性 SUR、LM、广义矩等)估计了这些弹性系数。 所用数据包括 1979 ~
2009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价格指数、劳动投入及劳动报酬率、资本投入及资本收益率、能源消费量及能源

成本、中间产出和总产出及相关的价格指数。 由于不同方法获得的估计值均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因此作者根据

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值确定这些弹性系数的上、下限。
可参阅 Abler 等(1999)的论述。



的样本协方差矩阵 V,令其第 i 个对角元素为 滓2
i ;4. 假定第 i 个指标可以接受的估计误

差及其发生的概率分别 着i和 琢i;5. 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当模拟次数足够大(大于 30
次)时,这些指标估计值的均值服从正态分布,据此可以计算出确保第 i 个指标估计值

的可靠性满足既定标准的最低模拟次数 m*
i = ( z琢i / 2 / 着i) 2滓2

i ,其中 z琢i / 2为单变量标准正

态分布的分位数;6. 令 m* =max(m*
1 ,m*

2 ,…,m*
r ),如果 m逸m*,则模拟的次数已然

满足要求,否则需要重新随机抽取参数样本再次进行模拟或在原来模拟的基础上补充

一定数量的模拟次数,直至 m逸m*。 本文通过 EXCEL 软件随机地抽取了 1000 组要

素和能源间替代弹性系数的取值并一一输入模型进行初始模拟。

表 3 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取值范围

弹性系数 能源间替代弹性 资本-能源替代弹性 劳动-(资本-能源)替代弹性

最大值 1. 370 1. 091 2. 232

最小值 0. 269 0. 761 0. 944

均值 0. 820 0. 926 1. 588

摇 摇 说明:电力和热力供应部门中使用的各种能源之间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本文假定其上、下限

都比表中所列的能源间替代弹性大 1。

(三)情景设计

如果整个经济体系在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取均值的情形下演进,不妨称此情

形为确定情形。 当上述替代弹性围绕其均值随机波动时,则可称经济体系处于不确定

情形中。 为了比较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政策影响,本文设定了三种情景:基准情景、
强度约束情景和总量限制情景。

在基准情景中,碳税是外生变量且取值为 0,即不征收碳税,而碳排放强度和总量

为内生变量。 其他关键外生变量的取值及来源如表 4 所示。 同时,我们假定政府对居

民和企业的补贴随政府收入按比例变动,企业对居民的分红随企业收入按比例变动;
而其余外生变量(各种税率、居民储蓄率及存货与产出的比例)的取值维持在基期水

平。
在强度约束情景中,碳排放强度是外生变量而碳税和碳排放总量为内生变量。 中

国宣布将使 2020 年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下降 40% ~45% 。 取上

述目标的下限,这约相当于使 2020 年的碳排放强度比 2007 年低 30% ,这就是此情景

中碳排放强度的取值。 其他外生变量的取值与基准情景相同。 假定经济体系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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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演进,通过计算可以得到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碳排放总量及其他内生变量的

取值。 将随机抽取的 1000 组要素和能源间替代弹性的取值依次输入模型,则可得到

不确定情形下相应的经济-环境变化状况。淤

表 4 外生变量取值

变量 取值 来源或依据

人口
2005 ~ 2015 年,年均增长 0. 6% ;
2015-2030 年,年均增长 0. 3%

国际能源署a

劳动总供给 2007 ~ 2020 年,增长 3. 76%
总资本供给 2007 ~ 2020 年,增长 9. 0%

根据李善同 (2010)
的结果估计

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 年均提高 2. 5%
资本-能源合成投入的技术进步 年均提高 0. 5%
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年均提高 0. 1%
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 年均提高 4. 0%

各种技术进步率的

取值根据本文对中

国生产函数的估计

值设定

世界石油价格 年均上升 4. 1%
世界天然气价格 年均上升 1. 2%
世界煤炭价格 年均上升 1. 4%

世界能源价格变化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

署b的预测设定

其他商品的世界价格 年均上升 2. 0% Zhang(1996)

摇 摇 数据来源:a 国际能源署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http: / /

www. iea. org, 2007。 b 能源信息署(EIA),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2,http: / / www. eia. gov / fore鄄

casts / aeo, 2012.

在总量限制情景中,碳排放总量外生而碳税和碳排放强度内生。 为了使强度约束

和总量限制在确定情形下等价,这里取确定情形下强度约束情景中得到的碳排放总量

作为总量限制情景中碳排放总量的值。 其他外生变量的取值也与基准情景相同。 然

后依次输入上述替代弹性的均值和随机取值,可以分别计算确定情形和不确定情形下

总量限制的经济-环境影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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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这相当于在同样强度约束下,保持其他参数不变,通过改变基本生产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取值模

拟了 1000 种情景。
本文共选取了 1001 组参数,并分别在每组参数下模拟了两种情景。 也就是说,虽然参数发生了变化,但

文章始终保证对基本、强度约束和总量控制三种情景采用的参数相同,使其具有可比性。 不过,本文只是假定在

第 1 组参数即确定情形下强度约束和总量控制具有相同的最终碳排放量,而并不设定两者在后 1000 组参数即不

确定情形下等价。 而且,由于在后 1000 次模拟中,生产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取值不同于它们在第 1 次模

拟即确定情形中的取值,因而,在确定情形中等价的强度约束和总量控制,在这些模拟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四摇 数值模拟结果

(一)确定情形下强度约束的影响

表 5 总结了确定情形下 2020 年中国在基准情景和强度约束情景中的经济发展

(按 2007 年价格计算)和碳排放状况。 在基准情景中由于未采取任何政策措施来限

制碳排放,因而,无论是经济总量、碳排放总量还是碳排放强度都较高,而相应的边际

碳减排成本即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或碳税为 0。 在此情景下,2020 年中国的 GDP 约相

当于 2007 年的 273% ,年均增长约 8. 0% 。 由于存在技术进步,基准情景中 2020 年中

国的碳排放只相当于 2007 年的 215% ,明显低于 GDP 的增长幅度,因而相应的碳排放

强度与 2007 年相比下降了 21%左右。
在强度约束情景中,要求 2020 年的碳排放强度在 2007 年的基础上下降的幅度

(30% )相当于基准情景中的 1. 4 倍,因而,此情景中实际 GDP 和碳排放总量也都低于

基准情景中的结果。 其中,实际 GDP 比基准情景低了约 434 亿元,而减少的碳排放总

量约为 3. 9 亿吨。 由于给经济发展施加了碳排放强度约束,碳排放的影子价格也从 0
增加至 72 元 /吨。 同时,由于总量限制情景中的碳排放削减幅度直接取自强度约束情

景中模拟得到的结果,因而在确定情形下这两种情景是等价的。

表 5 确定情形下 2020 年中国的经济-环境指标

情景
GDP

(亿元)
碳排放总量
(百万吨)

碳排放强度
(千克 /万元)

边际碳减排成本
(元 /吨)

基准 726 410 3469 478 0

强度约束 725 976 3082 424 72

摇 摇 说明:按 2007 年价格计算。

(二)不确定情形下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

在不确定情形下,本文分别对 3 种情景进行了 1000 次模拟,并通过样本检验了模

拟次数的有效性。 基准情景下以 99%的概率保证 GDP 和碳排放强度估计值的均值和

标准差的误差不超过 1%所需要的模拟次数分别为 130 次和 752 次,以 95%的概率保

证碳排放总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的误差不超过 5%所需要的模拟次数为 32 次。 强度约

束情景下以 99% 的概率保证 GDP 和碳排放量估计值的均值和标准差的误差不超过

1%所需要的模拟次数仅为 128 次;以 90%的概率保证边际碳减排成本估计值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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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差的误差不超过 10%所需的模拟次数为 382 次。 总量限制情景下以 99%的概

率保证 GDP 和碳排放强度估计值的均值和标准差的误差不超过 1%所需要的模拟次

数分别为 125 次和 130 次;而以 90%的概率保证边际碳减排成本估计值的均值和标准

差的误差不超过 10% 所需的模拟次数为 474 次。 因此,本文的模拟次数可以保证

GDP 和碳排放强度的估计误差超过 1%的概率低于 1% ,碳排放总量的估计误差超过

5%的概率低于 5% ,边际碳减排成本的估计误差超过 10% 的概率低于 10% ,从而保

证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1. 不确定情形下进行碳减排的政策影响。 表 6 显示了不确定情形下对各个情景

进行蒙特卡洛模拟所得的结果。 在各个情景中,GDP、碳排放总量以及碳排放强度的

标准差都远远小于它们的均值,说明这些变量估计值的均值非常稳健。 在不确定情形

下,强度减排和总量减排都使 2020 年中国 GDP、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的期望值相

对基准情景有所下降。 其中,GDP 下降的幅度都在 0. 1%左右,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

强度的下降幅度则都在 10%左右。
同时,两种减排情景会分别导致边际碳减排成本的期望值从 0 增加至 76 元 /吨和

80 元 /吨。 不过,在后两个政策情景中边际碳减排成本的标准差要大于均值。 这意味

着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变化使边际碳减排成本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因而,
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取值对边际碳减排成本有较大影响。 而且边际碳减排成

本甚至有可能为负值,这是因为某些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取值有可能使基准情

景下的 GDP 及碳排放总量低于强度减排目标和总量减排目标约束下的 GDP 和碳排

放总量。 此时,如果要维持设定的减排目标就需要继续增加碳排放,因而相应的边际

碳减排成本为负值,这相当于要对能源消耗进行补贴来鼓励碳排放。淤

2. 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政策效果比较。 比较不确定情形中强度约束和总量限

制下各宏观指标的期望值可知,GDP 的相对差异只有 1酃左右,碳排放总量的相对差

异不到 1% ,碳排放强度的相对差异也只有 1%左右,只有边际碳减排成本的相对差异

略高一些,但也只有 5%左右。 由此可知,不确定情形下,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各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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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由于在不确定情形下,要素和能源中间替代弹性的取值发生较大变化,其中某一组弹性取值使得基准情

景(即不施加任何碳减排约束)下 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与 2007 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幅度的下降,降幅超过了本文依

据国家目标设定的强度减排情景下的下降幅度(30% ),此时,如果仍然将下降 30%作为碳强度减排目标,这就意

味着 2020 年碳排放强度要从基准情景的较低水平上升到强度减排情景的较高水平。 因此,在这组弹性取值下,
强度减排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而言是鼓励碳排放,相应的边际碳减排成本必然为负值,即相当于补贴碳排放。 类

似地,在这组弹性取值下,总量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也高于基准情景,因而边际碳减排成本也为负值。 这些结果

正是对碳减排政策影响不确定性的反映。



响的期望值不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或者说它们各种影响的期望值是等价的。
不过,就具体的某一次模拟(某种特定的情境)而言,两种减排政策的影响却存在差

异,尽管这一差异可能很小。

表 6 蒙特卡洛模拟结果

GDP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边际碳减排成本

S0 S1 S2 S0 S1 S2 S0 S1 S2 S0 S1 S2
均值 719 756 719 091 719 017 3415 3052 3082 473 424 429 0 76 80

标准差 31 752 31 234 31 054 493 133 0 50 0 19 0 81 106
最大值 783 109 780 102 778 958 4632 3311 3082 593 424 476 0 353 465
最小值 648 102 648 064 647 912 2349 2751 3082 362 424 400 0 -49 -51

摇 摇 说明:按 2007 年价格计算。 S0、S1 和 S2 分别代表基准情景、强度约束情景和总量限制情景。

GDP、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边际碳减排成本的单位依次为亿元、百万吨碳当量、千克碳 /万元和

元 /吨。

表 7 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下主要指标估计值差异的正负值频数

D-GDP D-碳排放总量 D-碳排放强度 D-边际碳减排成本

正值 负值 正值 负值 正值 负值 正值 负值

实际经济增长水平
超过预期水平
(共 467 次)

392 75 463 4 463 4 3 464

实际经济增长水平
低于预期水平
(共 533 次)

63 470 1 532 1 532 532 1

摇 摇 说明:符号“D-冶表示指标差异,即强度约束对各指标的影响减去总量限制对各指标影响。

在随机数值模拟中, 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以理解为不确定情形下基准情景中可

能出现的经济增长水平; 而确定情形下基准情景中的经济增长水平则相当于制定政

策时预期的经济增长水平。 如表 7 所示, 在 1000 次模拟中, 实际经济增长水平超过

预期水平和低于预期水平的次数分别为 467 次和 533 次。 当未来实际经济增长水平

超过预期的增长水平时, 强度约束下 GDP 大于总量限制下 GDP 的频率约为 392 / 467
=0. 839。 换句话说, 此时选择强度约束作为减排目标, 获得更高 GDP 的概率约为

84% 。 相应地, 在此情形下强度约束导致更高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概率都高达

99% 。 而强度约束下的边际碳减排成本则以 99%的概率低于总量减排目标约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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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减排成本。 反之, 当未来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的增长水平时, 强度约束

将以 88%的概率导致更低的 GDP, 以 99% 的概率导致更低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

度, 同时以 99%的概率导致更高边际碳减排成本。 这些数值模拟结果与本文推论 2
和 3 一致。

五摇 讨论与结论

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是选择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及制定其他气候变化

应对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基于预期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水平而制定的等价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环境影响。
通过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基于 CGE 模型的随机数值模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约束是一个适度、有诚意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中国提出的碳强度约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少争论(Qiu,2009)。 一些分析者认

为,上述强度减排目标仅是中国按当前的态势发展(business as usual)不需要付出额

外努力就能实现的。 本文模拟的结果表明,中国既定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

国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与落实,包括继续实施“十一

五冶期间形成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技术与管理手段等。 这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要付出一

定代价才能实现上述碳强度减排目标。
本文研究结果还进一步表明,在不确定情形下,当未来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水

平时,选择强度约束作为减排目标会比总量限制更有效地控制碳排放,但也会产生更

大的边际减排成本和 GDP 损失。 而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乃至突发事件(例如类似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很有可能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水平。 因此,中
国选择强度约束作为碳减排目标实际也面临重大风险,强度约束是一个有诚意的温室

气体减排目标。
(二)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具有可调性的强度减排目标

对于中国及世界上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

当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鄄
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冶原则指出,“发达

国家缔约方应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冶,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

度上有效履行其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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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冶淤

本文的分析表明,如果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采用总量限制作为减排目标,这不利

于那些经济增长超过预期水平的国家。 反之,如果协议采用强度约束作为减排目标,
则经济增长超过预期水平的国家更容易实现既定目标,而对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水平的

国家来说,其既定目标的实现则变得更难。 从现实情况来看,哪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有

可能超过预期水平呢? 显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
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则更容易低于预期水平。 尽管总量目标会更直接地约束温

室气体排放,但《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及其他类似的总量减排目标很有可能不利于

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 考虑到强度减排目标可能更适合发展中国家,且更容

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新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应考虑为发展中国家引入强度减排目

标。
不过,由此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允许发展中国家采取与总量限制等价的强

度约束时,如何在实现预期碳减排目标的同时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从
而缓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分配上的矛盾?于 结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如
果能够在协议中引入如下一种责任调节机制,则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

假定在协议期内,有明显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将高于预期水

平,例如该国预期经济增长水平在协议有效期提前实现。 此时,可适度强化该国的强

度减排目标,或更严格一点,要求该国最终碳排放水平不应超过预期水平。 反过来,如
果有明显迹象表明该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将低于预期的水平,则应当适度放松该国

的强度减排目标。 而且,在后一种情形中,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经济,如果该

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投入,并由此而导致最终的碳排放水平超

过预期的水平,这也应当被视为是合理的。 当然,最好不超过预期的碳排放水平。
上述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就是发达国家应当尽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和技术援助。 这些援助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

提高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水平高于预期水平的几率,以确保预期碳减排目标能够

实现。 当然,这些援助的作用很可能没那么大,但它们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实际

增长水平低于预期水平的幅度,从而能减少发展中国家为达到预期经济增长水平而过

度排放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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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由一位匿名评审人提出的。



(三)进一步研究展望

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方面对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进

行了分析,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克服。 其一,本文所做的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是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下展开的,如何在动态分析框架下更为精

确地比较这两种约束,这是本文一个重要拓展方向。 其二,CGE 模型输出结果的精度

取决于输入参数的精度,一些重要参数的精确估计仍是此类研究需要突破的薄弱环

节,本文也具有这样的局限性。 同时,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仅考虑了要素和能源之间替

代弹性的不确定性,虽然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本文的研究目的,但如果能将其他诸多

重要参数及变量(如技术进步、国际资源价格)的不确定性纳入数值模拟,这会有利于对

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差异做出更为精确的评价。淤 其三,本文只简单讨论了在国际气

候变化协议中引入强度约束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而这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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